
·新质生产力研究· 第 35 卷第 1 期　 2025 年 2 月

　 Vol. 35　 No. 1　 Feb.
  

2025

DOI:10. 3969 / j. issn. 1674- 8131. 2025. 01. 001

　 　 　 　 　 　 　 　 　 　 　 　 　 　 　 　 　 　 　 　 　 　 　 　 　 　 　 　 　 　 　 　 　 　 　 　 　 　 　 　 　 　 　 　 　 　 　
　

　
　

　
　

　
　

　
　

　
　

　
　

　
　

　
　

　
　

　
　

　
　

　
　

　
　

　
　

　
　

　
　

　
　

　
　

　
　

　
　

　
　

　
　

　
　

　
　

　
　

　
　

　
　

　 　　　　　　　　　　　　　　　　　　　　　　　　　　　　　　　　　　　　　　　　　　　　　　　
　

　
　

　
　

　
　

　
　

　
　

　
　

　
　

　
　

　
　

　
　

　
　

　
　

　
　

　
　

　
　

　
　

　
　

　
　

　
　

　
　

　
　

　
　

　
　

　
　

　
　

　
　

　
　

　

∗收稿日期:2024- 08- 06;修回日期:2024- 11- 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1XRK007)
作者简介:张梦雨(1997),女,河南郑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基建与绿色发展研究;E-mail:923687371@ qq.

com。 马晓钰(1978),通信作者,女(回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人口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E-mail:107556522057@ stu. xju. edu. cn。

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
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
试点的政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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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型产业发展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两大政策着力点。
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样本,采用 2011—2021 年 275 个

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多期双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双试点都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其中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应,先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后“宽带中国”示范比先“宽带中国”示范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更强;两种单试点和双

试点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集聚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来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且对非资源型城市、中
心城市、大城市、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和未加码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 因此,应重

视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优化政策组合,合理安排政策实施顺序,推动经济高质量集聚和突破

性技术创新,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双试点;政策协同效应;经济集聚;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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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如

何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回答好的新时代命题(傅元

海
 

等,2024) [1] 。 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政府超前规划引导、科学政策支持,也需要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

观主体不断创新,是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共同培育和驱动形成的(习近平,2024) [2] 。 因

此,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 在众多的生产力促进政策中,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

设和先进产业发展是两大重要领域。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要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

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可见,促
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发展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两大政策着力

点。 事实上,我国政府在促进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发展上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政策,那么,这些政策的

实施通过哪些机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数字基建促进政策与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是

否具有协同效应? 厘清上述问题,对于进一步优化新质生产力促进政策和充分发挥政策协同作用具有

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具体政策来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为试

点城市的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这也为研究数字基建促进政策和创新型

产业促进政策的政策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素材。
近年来,随着各种试点政策的推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受

到学界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日益丰富。 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建设的经济效应,包括在微观上对企业创新绩效(邱洋冬,2022) [3] 、智能制造(程广斌
 

等,
2024) [4] 、ESG 表现(吕丹,2024) [5] 、生产力(Zhang

 

et
 

al. ,2022) [6] 、劳动收入份额(胡浩然
 

等,2023) [7]

等具有积极影响,在宏观上促进试点地区(城市)的创新发展(谢文栋,2022) [8] 、产业生态改善( Zhou
 

et
 

al. ,2024) [9] 、数实融合发展(张晖
 

等,2023) [10]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刘传明
 

等,2020) [11] 以及经济高质

量发展(石玉堂
 

等,2023) [12]等。 二是“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环境效应,包括对能源效率(陈怡安
 

等,2023) [13] 、环境污染(郭秋秋
 

等,2023) [14] 、绿色高质量发展(陆凤芝
 

等,2024) [15] 、低碳发展(Ding
 

et
 

al. ,2024;王真
 

等,2023) [16-17]等方面的影响。 三是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经济效应,如促进城市高技术

产业发展(王欢,2022) [18] 、提升城市经济韧性(Xu
 

et
 

al. ,2024) [19] 和全要素生产率(刘军
 

等,2024) [20]

等。 四是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环境效应,如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景国文,2023) [21] 等。 然而,对于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协同或叠加效应,鲜有文献论及。
自新质生产力提出以来,关于新质生产力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逐渐丰富,有文献关注到“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建设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段钢等(2024) [22]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提高企

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和促进城市数字金融发展两条路径促进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彦霖等

(2024) [23]研究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主要通过改善人力资本、降低代理成本、促进数字化转型

三重机制来赋能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卢江等(2024) [24] 研究认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促进

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资料换代升级和劳动对象多样化创新来推动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 而在创新型

产业集群试点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方面还缺乏经验证据。
鉴于上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究“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以及双

试点对试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采用 2011—2021 年 27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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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双重差分法同时考察两种单试点和双试点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

献主要在于:一是基于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发展探讨了双试点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
着重分析了双试点的政策协同效应,不仅拓展了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因素研究,也丰富了多试点的政

策效应研究,并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和思路启发;二是从经济集聚、技术创新视角探究了数字基

建和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促进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有助于明晰驱动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

键路径;三是从资源禀赋、城市地位、城市规模、经济增长目标等方面考察了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促进

政策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异质性,为充分发挥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的协同作用以及

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加快数字基建的发展步伐逐渐成为各国政府打造新业态、塑造生产力发展新形态的关键路径之一。
《“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强调要着力提升宽带网络应用水平,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快构建

高速、融合、安全、泛在的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基建作为新质生产力劳动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技

术、新生产要素在全社会广泛传播和实际应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保障(张自然
 

等,2024) [25] 。 数字

基建增强了数字技术的通用性,成为提高生产率的重要推动力(焦勇
 

等,2024) [26] ,能够直接提升新质生

产力水平,也能为生产力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创造更多可能性和有利条件。 从劳动者来看,首
先,“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变革劳动者的生产工具,推动新型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劳动者熟

悉并掌握虚拟化、智能化的新型生产工具,进而大幅度提升生产效率;其次,随着数字基建的发展,劳动

者的数字技能不断提升,有助于加快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变,赋予劳动者更多创新色彩;最后,高效、
安全的宽带网络能够创新劳动者工作方式,云平台等远程办公的兴起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加轻松、灵活、
自主的工作环境,有助于促进包容性就业(卢鹏,2024) [27] 。 从劳动资料来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

能够为劳动工具的智能化发展提供动力支持,提升劳动资料智能化水平。 相较于传统生产模式,新型智

能化生产通过实时监控、精准预测缩减生产成本,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可靠性(刘家民
 

等,2024) [28] 。
从劳动对象来看,一方面,以宽带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基建有助于提升劳动对象的利用效率,如借助物联

网等数字技术来优化供应链管理流程、实现生产设备的智能调度,从而高效利用生产资源,并在保障供

给的前提下持续优化产品质量。 另一方面,数据成为新时代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数字基建有助于推动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拓宽劳动对象的范围、提升劳动对象的质量(焦勇
 

等,2024) [26]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1:“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提升试点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2.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对城市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聚焦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旨在通过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与新兴产业

的培育实现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这与新质生产力强调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实施产业创新工

程、促进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的理念一致。 作为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的典型代表,创新型产业集群试

点不仅是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活动依托的重要平台,也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生产力跃升的关键

力量。 从劳动者来看,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机构联合开展劳动者技能培训,能
够为劳动者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锻炼机会,提升劳动者使用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另外,试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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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引进高素质、高技能劳动者,能够促进本地劳动力结构转型升级,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输送源源不断

的创新人才(徐腾达
 

等,2024) [29] 。 从劳动资料来看,一方面,试点政策鼓励集群内企业引进先进的生产

设备和技术,推动劳动工具的更新换代和高精度、高效率、智能化高端劳动资料的应用,催生新的生产方

式和工艺流程,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和劳动强度。 另一方面,集群外的企业也

能够通过共享研发平台、金融资源等降低研发和生产成本,加速实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 从劳动对象

来看,一方面,试点政策聚焦于高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鼓励集群内企业在生产研发过程

中加大对新材料、新能源等新质劳动对象的研发投入力度,拓宽劳动对象的范围和种类,为生产力的跃

升提供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会推动地区产业链创新链协同整合升级,通过上下

游企业间、产业间的融合发展实现劳动对象的整体跃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2: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能够提升试点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3. 双试点的政策协同效应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均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且两者之间存在相互

强化的政策协同效应。 一方面,“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能够强化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对新质生产力

水平的提升作用。 《“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提出,要坚持网络升级与产业创新相结合,加强宽带网

络发展与产业支撑能力建设的协同。 数字基建能够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和集群化发展。 随着“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建设的逐步推进,传统产业借助数字技术提升生产效率,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新兴产业的

数字化发展环境也得到改善(冉戎
 

等,2024) [30] ,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着产业集群的多

元化和协同发展。 同时,数字基建也有利于创新生态的优化。 宽带网络的普及能够增强信息流通和知

识共享,降低信息获取门槛,为创新要素的集聚和流动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也能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加快创新成果的传播和应用,提升创新成果向实际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和水平。 因此,“宽带中国”示范城

市建设可以推动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从而增强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另一方面,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也能够强化“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
从需求驱动和应用场景上看,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宽带网络的高速、稳定、安全以及多样化应用场

景有着愈发强烈的需求,会促使宽带网络不断拓展升级;同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实施可以为宽带

网络的升级和拓展吸引更多资金和人才,推动宽带网络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应用,为新质生产力跃升注入

更多的创新活力。 因此,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有利于城市宽带网络的拓展和升级,从而增强“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3:“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具有相互强化的政策协

同效应,表现为双试点政策对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作用大于单试点政策。

4. 经济集聚的中介作用

试点政策的实施往往会为试点城市带来经济集聚效应,“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

群试点也不例外。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企业提供了高效的网络和信息交流平台,能够加速信息

传递与共享,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郭爱君
 

等,2023) [31] ,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要素报酬,从而吸引资金、技
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流入,产生经济集聚效应。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地区被视为科技创新的高地,具
有较强的区域竞争力和吸引力,这些地区的创新门槛和成本较低,不仅能够通过“筑巢引凤”的方式吸引

创新型企业集聚,也能通过形成集群化竞争优势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集聚更多更高质量的生产要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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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同时,“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都会加大政策优惠力度,吸引人才、资金、
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入,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 此外,“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在

促进经济集聚的过程中也具有协同作用,通过提升互联互通性可以形成更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产业

链条,进一步增强试点城市的经济集聚力。 而经济集聚能够通过集聚创新资源、加速知识溢出、优化资

源配置等渠道助推生产力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具体来看,一方面,经济集聚使得创新资源更加

集中(Wen
 

et
 

al. ,2022) [32] ,高素质人才间的知识交流与共享有利于激发新的思想火花和创新成果的出

现,不仅能够优化劳动力结构,也能有效提升劳动者整体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经济集聚能够带

来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企业可以通过资源共享、紧密合作、协同创新等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实现生产要

素的优化配置,推动生产力变革。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4:“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以及双试点政策能够通

过促进经济集聚的路径来提升试点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

5. 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

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新质生产力的“新”体

现在将创新放在核心位置上(胡洪彬,2023) [33] ,技术创新能够助推生产力三要素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韩文龙
 

等,2024) [34] 。 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均能够有效促进试点城市

的创新发展。 随着“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推进,各领域的“互联网+”融合不断深化,知识和技术的

流动速度加快(赵涛
 

等,2020) [35] ,各类创新主体能够快速获取前沿信息,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提
高交易活动质量,进而促进技术创新。 另外,宽带网络发展能够直接带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技术的发

展则有助于突破技术壁垒,促进显性知识、隐性知识的产生以及数实融合水平的提升,推动各类市场主

体持续创新,并通过助力各类创新主体的跨界合作带来新的技术突破(钞小静
 

等,2023) [36] 。 创新型产

业集群试点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进行创新合作,引导和支持建设主体多元化、投入多样化的新型协

同创新平台,加大对技术转移服务平台、科技企业孵化器等基础服务设施的投入力度,重视知识产权保

护和软环境建设,能够显著改善试点城市的创新生态(王欢,2022) [18] ;同时,众多优惠政策能够有效缓

解创新主体面临的融资约束,降低创新活动面临的市场风险,从而激发各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 此

外,“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能够协同赋能技术创新,以宽带网络为代表的数字

基建对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能够为宽带网络的技术创新、升
级换代提供人才和资金支持。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5:“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以及双试点政策能够通

过促进技术创新的路径来提升试点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1. 模型设定

为检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以及双试点政策对试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影响,借鉴 Zhang 等(2022) [9]的研究,构建基准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如式(1)、式(2)和式(3)所示:
NQP it =α0 +α1BCSit+αControlit+μi+γt+εit (1)
NQP it =α0 +α1IIC it+αControlit+μi+γt+ε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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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P it =α0 +α1DIDit+αControlit+μi+γt+εit (3)
其中,i、t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被解释变量(NQP it)“新质生产力”为 i 城市 t 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BCSit、IIC it、DIDit)“‘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双试点政策”分别为

i 城市 t 年是否属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是否开展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是否为双试点城市的多期双

重差分项(是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Controlit 表示控制变量,μi 和 γt 分别表示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

定效应,εit 为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经济集聚和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如式(4)、式(5)和式

(6)所示:
Mit =β0 +β1X it+βControlit+μi+γt+εit (4)
NQP it = δ0 +δ1Mit+δControlit+μi+γt+εit (5)
NQP it = ρ0 +ρ1X it+ρ2Mit+ρControlit+μi+γt+εit (6)
其中,Mit 为中介变量(包括“经济集聚”和“技术创新”),X it 代表前述 3 个核心解释变量,其他变量

与基准模型一致。 模型(4)用于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5)用于检验中介变量对被

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合基准模型、模型(4)和模型(6)可进一步验证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

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的测度。 参考韩文龙等(2024) [34] 、杨芳等(2024) [37] 的研究,从劳动

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优化组合 4 个维度选取 26 个指标构建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 1)。 为避免主观因素对评价结果产生干扰,对所有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处理后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进行赋权,进而通过线性加权法测算出样本城市在样本期间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2)核心解释变量的赋值方法。 3 个核心解释变量的赋值方法分别如下:第一,2013 年国务院印发

了《“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在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分三批

次公布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群)名单,截至 2021 年底在本文的 275 个样本城市中共有 106 个“宽带

中国”示范城市(即处理组,其他样本城市为控制组)。 若样本城市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在入选当

年及以后年份“‘宽带中国’示范城市”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第二,2011 年科技部启动创新型产业集

群建设工程,随后在 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分三批次发布了 61 个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单位,
截至 2021 年底在本文的 275 个样本城市中共有 53 个城市进行了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即处理组,其他

样本城市为控制组)。 若样本城市有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单位,在试点当年及以后年份“创新型

产业集群试点”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第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存在重

叠,截至 2021 年底本文的 275 个样本城市中共有 30 个双试点城市(即处理组,其他样本城市为控制

组)。 若样本城市同时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在成为双试点城市的当年及

以后年份“双试点政策”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的选取。 借鉴张苏和朱媛(2024) [43] 、赵鹏等(2024) [44]的研究,通过反复测试对比,最

终选取以下 5 个城市层面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一是“市场化程度”,由于缺少地级市层面的市场化水平

数据,使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省份市场化总指数替代;二是“对外投资水平”,以实际利

用外资额衡量(单位为万亿元);三是“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衡量;四是“城镇化

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五是“金融科技”,借鉴李春涛等(2020) [45]的做法,选取金融科技

关键词,利用百度新闻高级检索分年度搜索“城市+关键词”,使用 python 技术爬取相关检索页面的网页

源代码,提取并加总各类关键词,用搜索总量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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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量化方法 属性 权重

劳动者

劳动者质量

劳动者结构

高等教育水平 普通高等院校在校人数 / 总人口 + 0. 051
 

2

人力资本投入 教育支出 / 政府财政支出 + 0. 048
 

3

数字服务从业人员占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 0. 058
 

8

科学研究从业人员占比 科学研究与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 + 0. 066
 

2
 

劳动资料

数智化水平

环保投入

科技创新

移动电话渗透度

互联网渗透度

光缆密度

电信业务总量

机器人数量

环境保护力度

科研投入

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移动电话用户数 / 总人口 + 0. 036
 

7

互联网用户数 / 总人口 + 0. 034
 

4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 行政区域面积 + 0. 040
 

7

电信业务总量 / 总人口 + 0. 045
 

8

机器人数量 / 总人口 + 0. 045
 

3

环境保护支出 / 政府财政支出 + 0. 034
 

4

科技支出 / 政府财政支出 + 0. 046
 

9

数字发明专利授权数 / 总人口 + 0. 040
 

3

数字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 / 总人口 + 0. 037
 

4

绿色专利授权数 / 总人口 + 0. 038
 

8
 

劳动对象

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

生态环境

高技术产业

新能源

人工智能企业

绿地覆盖率

污染减排

高技术产业企业数 / 总人口 + 0. 053
 

6

高技术产业营业收入 / GDP + 0. 050
 

8

新能源充电桩企业数 / 总人口 + 0. 039
 

5

人工智能企业数 / 总人口 + 0. 049
 

3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0. 032
 

5

工业废气排放总量 / GDP - 0. 009
 

6

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 GDP - 0. 008
 

9

工业废物排放总量 / GDP - 0. 010
 

1

化学需氧量排放 / GDP - 0. 006
 

4
 

优化组合

生产效率

融合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参考刘军等(2024) [38] 、郭进等(2024) [39] 的做

法,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计算
+ 0. 037

 

9

产学研合作

参考文宏和赵晓伟(2015) [40] 的做法,用政府

对产学研合作的注意力衡量(基于政府工作报

告的词频)

+ 0. 036
 

7

数实融合水平

参考 史 丹 和 孙 光 林 ( 2023 ) [41] 、 谢 思 等

(2024) [42] 的研究,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

耦合协调度衡量

+ 0. 039
 

5
 

(4)中介变量的选取。 基于理论分析,构建“经济集聚” 和“技术创新” 两个中介变量:第一,借鉴

Ciccone 和 Hall(1996) [46] 的做法,采用如下公式测算样本城市的经济集聚度: EG it =
gdpit / ∑

N

i = 1
gdpit

Ait / ∑
N

i = 1
Ait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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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年份,N 为样本城市数量,A 为城市行政区域面积,gdp 为城市的实际国内生产总

值。 EG 为经济集聚度(“经济集聚”变量),其值越大,则城市的经济集聚度越高。 第二,“技术创新”变

量用复旦大学产业发展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中的城市创新指数来衡量。

3.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根据“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最早实施年份以及城市层面数据的可得

性,本文以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样本期间为 2011—2021 年,剔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城市

后最终得到 275 个城市(包括 99 个东部城市、97 个中部城市、79 个西部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 “宽带

中国”示范城市名单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名单来自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

业开发中心。 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来源于相应年度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经

网统计数据库等,并采取线性插值法补齐个别缺失数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 3
 

025 0. 600
 

0
 

0. 029
 

5
 

0. 554
 

0
 

0. 9540

核心解释变量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3
 

025 0. 246
 

3
 

0. 430
 

9
 

0 1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3
 

025 0. 113
 

4
 

0. 317
 

1
 

0 1

双试点政策 3
 

025 0. 063
 

5
 

0. 243
 

8
 

0 1
 

控制变量

市场化程度 3
 

025 7. 150
 

7
 

1. 783
 

9
 

2. 330
 

0
 

12. 631
 

0

对外投资水平 3
 

025 0. 007
 

4
 

0. 022
 

5
 

0. 000
 

0
 

0. 471
 

0

产业结构 3
 

025 0. 422
 

5
 

0. 098
 

9
 

0. 196
 

5
 

0. 697
 

2

城镇化率 3
 

025 52. 654
 

0 13. 792
 

4
 

18. 420
 

5
 

99. 469
 

5

金融科技 3
 

025 3. 380
 

0
 

1. 572
 

9
 

0. 000
 

0
 

7. 709
 

6
 

中介变量
经济集聚 3

 

025 2. 073
 

2
 

4. 652
 

5 0. 018
 

1 67. 399
 

5

技术创新 3
 

025 0. 139
 

4
 

0. 609
 

9
 

0. 000
 

1
 

14. 539
 

3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平行趋势检验与基准回归

使用 DID 模型来估计政策效应,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前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本文借鉴

Beck 等(2010) [47]的方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回归结果见图 1。 其中,( a) ( b) ( c)分别为“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双试点的检验结果。 在试点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水平无显著差异,符合平行趋势条件;在试点政策实施后,处理组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

高于控制组,初步表明 2 个单试点和双试点的政策效应显著。
基准模型的检验结果见表 3。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对“新质生产力”

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均能显著

提升试点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进一步比较两者系数的大小,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对城市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促进效应比“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更大,这是由于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加上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载体,因而创新型产业的集群化发展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带来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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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双试点政策” 对“新质生产力” 的回归系数也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大于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系数,表明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

应,双试点的政策叠加能够更有效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 1、2、3 均得到验证。

(a) (b) (c)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05
 

7∗∗∗(8. 61)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009
 

6∗∗∗(11. 47)

双试点政策 0. 013
 

2∗∗∗(12. 63)

市场化程度 0. 003
 

0∗∗∗(6. 91) 0. 002
 

7∗∗∗(6. 12) 0. 003
 

2∗∗∗(7. 32)

对外投资水平 0. 125
 

1∗∗∗(11. 65) 0. 124
 

6∗∗∗(11. 72) 0. 118
 

5∗∗∗(11. 18)

产业结构 -0. 019
 

4∗∗∗( -4. 50) -0. 017
 

1∗∗∗( -4. 00) -0. 017
 

0∗∗∗( -4. 02)

城镇化率 0. 000
 

2∗∗∗(2. 98) 0. 000
 

2∗∗(2. 52) 0. 000
 

2∗∗(2. 35)

金融科技 0. 000
 

9∗∗∗(2. 68) 0. 000
 

8∗∗(2. 51) 0. 000
 

9∗∗∗(2. 67)

常数项 0. 570
 

1∗∗∗(108. 67) 0. 574
 

2∗∗∗(110. 70) 0. 571
 

3∗∗∗(110. 69)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025 3
 

025 3
 

025

R2 0. 918
 

6 0. 920
 

3 0. 921
 

0

　 　 注:∗、∗∗、∗∗∗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 t 值,下表同。

2.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法。 基准模型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

进行内生性处理。 借鉴郭秋秋和马晓钰(2023) [14]的方法,使用地形起伏度与“双试点政策”的交互项作

为工具变量,2SLS 检验的回归结果见表 4。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和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选取的

工具变量有效;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 3 个政策变量均显著正相关;第二阶段的回归结

果显示,由工具变量拟合的 3 个政策变量对“新质生产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三者的系数大小关系

也与基准模型一致。 上述结果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基准模型得出的结论依然成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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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变　 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新质生产力

创新型产业

集群试点
新质生产力 双试点政策 新质生产力

工具变量
0. 494∗∗∗ 1. 142

 

0∗∗∗ 1. 352
 

8∗∗∗

(23. 54) (22. 44) (15. 81)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02

 

2∗∗

(2. 26)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003

 

5∗∗

(2. 48)

双试点政策
0. 008

 

3∗∗∗

(3. 00)

Kleibergen-Paap
 

rk
 

LM 360. 959∗∗∗ 193. 675∗∗∗ 88. 766∗∗∗

Cragg-Donald
 

Wald
 

F 1
 

367. 510 1
 

813. 446 1
 

575. 099

观测值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注: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以及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和常数项估计结果略,下表同。

(2)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是判断是否有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对基准回归结果产生影响的有效方

法。 本文通过随机选取试点时间及处理组构造伪政策变量来进行安慰剂检验,重复进行 500 次回归,检
验结果见图 2,其中(a)(b)(c)分别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双试点政策”的

回归系数分布。 伪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围绕 0 正态分布,并与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存在显著差异,表明

基准模型的分析结果并非由除实施试点以外的其他偶然因素造成的。

(a) (b) (c)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

(3)PSM-DID 估计。 由于试点城市设立并非随机的,可能产生样本选择偏误,进一步使用 PSM-DID
法进行检验。 以控制变量为协变量,进行 1:1 近邻混合匹配,匹配后的样本标准化偏差大幅减小(均小

于 10%),说明匹配结果较为理想。 采用匹配后的样本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的 Panel
 

A。
(4)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考虑到政策效应可能存在滞后性,借鉴王群勇和陆凤芝(2021) [48] 的

研究,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滞后 1 期处理后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的 Panel
 

B。
(5)控制其他政策影响。 在样本期间,还存在其他试点政策可能对城市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如国

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以及 5G 试点等。 在基准模型中加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和 5G 试点的

政策虚拟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的 Pane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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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控制高维固定效应。 考虑到省份和城市效应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城市效应也会随着

省份特征发生变化,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省份和年份、城市和年份、省份和城市的交互固定

效应,并聚类到城市层面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的 Panel
 

D。
(7)剔除直辖市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政策优势等方面与其他城市显著

不同,将直辖市样本剔除后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的 Panel
 

E。
(8)更换估计模型。 与传统固定效应模型相比,双重机器学习在变量选择和模型估计上具有优势

(张涛
 

等,2023) [49] 。 因此,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进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5 的 Panel
 

F。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双试点均对试点城

市新质生产力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应、创新型产业集群

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Panel
 

A:PSM-DID 估计 Panel
 

B:核心解释变量滞后处理 Panel
 

C:控制其他政策影响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0. 005
 

1∗∗∗ 0. 005
 

7∗∗∗ 0. 004
 

7∗∗∗

(8. 28) (8. 61) (7. 41)
创新型产业

集群试点

0. 008
 

3∗∗∗ 0. 009
 

6∗∗∗ 0. 008
 

3∗∗∗

(9. 45) (11. 47) (10. 31)

双试点政策
0. 008

 

6∗∗∗ 0. 013
 

2∗∗∗ 0. 011
 

1∗∗∗

(7. 33) (12. 63) (11. 00)

国家大数据

综合实验区

0. 003
 

2∗∗∗ 0. 002
 

9∗∗∗ 0. 003
 

3∗∗∗

(4. 08) (3. 66) (4. 20)

5G 技术试点
0. 020

 

9∗∗∗ 0. 020
 

7∗∗∗ 0. 019
 

8∗∗∗

(15. 48) (15. 49) (14. 81)

观测值 2
 

866 2
 

628 1
 

943 2
 

750 2
 

750 2
 

750 3
 

025 3
 

025 3
 

025

R2 0. 927
 

3 0. 925
 

6 0. 942
 

7 0. 918
 

6 0. 920
 

3 0. 921
 

0 0. 926
 

3 0. 927
 

6 0. 928
 

0

变　 量 Panel
 

D:控制高维固定效应 Panel
 

E:剔除直辖市样本 Panel
 

F:双重机器学习模型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0. 005
 

7∗∗∗ 0. 005
 

2∗∗∗ 0. 002
 

6∗∗∗

(4. 44) (7. 92) (3. 73)
创新型产业

集群试点

0. 009
 

5∗∗∗ 0. 009
 

4∗∗∗ 0. 005
 

2∗∗∗

(4. 26) (11. 50) (3. 70)

双试点政策
0. 013

 

3∗∗∗ 0. 012
 

1∗∗∗ 0. 008
 

8∗∗∗

(4. 33) (11. 79) (3. 64)

观测值 3
 

025 3
 

025 3
 

025 2
 

981 2
 

981 2
 

981 3
 

025 3
 

025 3
 

025

R2 0. 918
 

8 0. 920
 

4 0. 921
 

3 0. 915
 

8 0. 917
 

8 0. 918
 

0

(9)Bacon 分解。 考虑到试点政策的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处理组间的差异以及处理时间的差异

也可能导致传统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出现偏差,进一步参考 Goodman-Bacon(2021) [50] 的做法

进行 Bacon 分解。 将控制组分为较晚政策处理个体、较早政策处理个体和从未受政策处理个体三类,其
中,第一类和第三类属于“好”控制组,第二类属于“坏”控制组,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好”控制组所占

权重为 94. 10%、96. 40%和 98. 60%,“坏”控制组所占权重为 5. 8%、3. 6%和 1. 4%,产生的“污染”程度非

常小。 另外,DID 加权估计结果也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较为接近,再次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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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Bacon 分解检验结果

控制组类型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双试点政策

权重 估计系数 权重 估计系数 权重 估计系数

较晚政策处理个体 0. 030
 

0 0. 004
 

0 0. 019
 

0 0. 004
 

0 0. 009
 

0 0. 008
 

0

较早政策处理个体 0. 058
 

0 -0. 007
 

0 0. 036
 

0 -0. 004
 

0 0. 014
 

0 -0. 004
 

0

从未受政策处理个体 0. 911
 

0 0. 007
 

0 0. 945
 

0 0. 011
 

0 0. 977
 

0 0. 015
 

0

DID 加权估计结果 0. 006
 

0 0. 011
 

0 0. 014
 

0

3. 双试点协同作用的再检验

借鉴韩先锋等(2024) [51]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检验双试点的政策协同效应,具体检验过程如下:
首先,分别检验两种单试点的净效应。 剔除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样本,以只是“宽带中国”示范

城市样本为处理组、非试点城市(既不是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也不是“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样本为

控制组,检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净效应;剔除“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样

本,以只是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样本为处理组、非试点城市样本为控制组,检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

点影响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净效应。 回归结果见表 7 的 Panel
 

A,“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

产业集群试点对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净效应均显著为正,且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净效应更大。
其次,检验双试点的净效应。 删除非试点城市样本,以单试点城市为控制组、双试点城市为处理组,

考察单试点城市成为双试点城市的政策效应(即双试点的净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7 的 Panel
 

B。 “双试

点政策”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双试点城市比单试点城市有更高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双试点的净效应显著,即双试点能够比单试点更大程度地提升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

最后,分别检验双试点对两种单试点的净效应。 进行以下两种检验:一是以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

市为全样本、创新型产业集群单试点城市为控制组、双试点城市为处理组,二是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为全样本、“宽带中国”单试点城市为控制组、双试点城市为处理组。 回归结果见表 7 的 Panel
 

C。 “双试

点政策”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双试点城市比创新型产业集群单试点城市、“宽带

中国”单试点城市都有更高的新质生产力水平。

表 7　 双试点的协同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Panel

 

A:

单试点的净效应

Panel
 

B:

双试点的净效应

Panel
 

C:双试点对两种单试点的净效应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样本 “宽带中国”示范样本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04

 

2∗∗∗

(7. 25)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007

 

7∗∗∗

(9. 18)

双试点政策
0. 009

 

3∗∗∗ 0. 005
 

8∗∗∗ 0. 008
 

5∗∗∗

(6. 56) (2. 77) (5. 64)
观测值 2

 

442 1
 

859 1
 

419 583 1
 

166
R2 0. 882

 

3 0. 897
 

3 0. 921
 

3 0. 929
 

5 0. 924
 

1

上述结果表明,单试点和双试点的净效应均显著,即单独进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或创新型产

业集群试点都能显著提升试点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而两种试点同时进行能够产生比单试点更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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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作用。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数字基建促进政策与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的叠加会形成

政策协同效应,产生比单个政策更显著的新质生产力促进作用。

4. 机制检验

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8。 从经济集聚路径来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双

试点均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经济集聚,且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应、创新型产业集群

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其新

质生产力水平;在基准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经济集聚”后,“经济集聚”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政策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相比基准模型有所减少,表
明经济集聚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另外,Sobel 检验的 Z 值分别为 2. 764、3. 176 和 3. 877(均大于

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 0. 97),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进一步表明经济集聚

的中介效应显著。 由此,假说 4 得到验证。

表 8　 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Panel

 

A:经济集聚路径

经济集聚 新质生产力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71

 

6∗∗ 0. 005
 

3∗∗∗

(2. 41) (8. 26)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104

 

1∗∗∗ 0. 009
 

0∗∗∗

(2. 76) (11. 11)

双试点政策
0. 179

 

2∗∗∗ 0. 012
 

3∗∗∗

(3. 78) (12. 04)

经济集聚
0. 005

 

8∗∗∗ 0. 005
 

6∗∗∗ 0. 005
 

6∗∗∗ 0. 005
 

5∗∗∗

(13. 86) (13. 63) (13. 56) (13. 31)
观测值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R2 0. 993

 

5 0. 993
 

5 0. 993
 

5 0. 921
 

9 0. 923
 

8 0. 925
 

3 0. 925
 

9

变　 量
Panel

 

B:技术创新路径

技术创新 新质生产力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135

 

0∗∗∗ 0. 004
 

1∗∗∗

(5. 89) (6. 71)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250

 

7∗∗∗ 0. 006
 

6∗∗∗

(8. 70) (8. 53)

双试点政策
0. 447

 

4∗∗∗ 0. 008
 

0∗∗∗

(12. 49) (8. 09)

技术创新
0. 012

 

7∗∗∗ 0. 012
 

3∗∗∗ 0. 012
 

0∗∗∗ 0. 011
 

7∗∗∗

(25. 15) (24. 44) (23. 73) (22. 87)
观测值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3
 

025
R2 0. 775

 

0 0. 778
 

3 0. 784
 

4 0. 932
 

1 0. 933
 

2 0. 933
 

9 0. 933
 

7

从技术创新路径来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双试点均显著促进了试点

城市的技术创新,且同样是双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应、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

大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城市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显著提升了其新质生产力水平;在
基准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技术创新”后,“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策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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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相比基准模型有所减少,表明技术创新发

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 另外,Sobel 检验的 Z 值分别为 5. 896、8. 303 和 11. 080(均大于 5%显著性水

平的临界值 0. 97),Bootstrap 检验结果显示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进一步表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

显著。 由此,假说 5 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讨论

1. 双试点政策实施顺序不同的对比分析

在本文所考察的 30 个双试点城市样本中,先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再成为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城市的样本有 18 个,先成为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再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样本有 8 个。 有 4
个城市(鞍山市、合肥市、济宁市、十堰市)在同一年份成为双试点城市,剔除这 4 个城市后按照以下两种

方式进行检验:一是以单试点城市样本为控制组,分别以先“宽带中国”示范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双

试点城市样本和先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后“宽带中国”示范的双试点城市样本为处理组,检验结果见表

9 的 Panel
 

A;二是以非试点城市样本为对控制组,分别以先“宽带中国”示范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双

试点城市样本和先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后“宽带中国”示范的双试点城市样本为处理组,检验结果见表

9 的 Panel
 

B。 相比而言,先成为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再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对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促进作用更大。 其原因可能在于:创新型产业集群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更为优越的创新环

境,之后,随着宽带网络的覆盖和升级,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加速创新资源在双试点地区聚集,
进而更好地激发双试点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

表 9　 双试点政策实施顺序差异的对比检验结果

变　 量

Panel
 

A:试点城市样本 Panel
 

B:非试点城市+双试点城市样本

先“宽带中国”示范

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先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后“宽带中国”示范

先“宽带中国”示范

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先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后“宽带中国”示范

双试点政策
0. 008

 

6∗∗∗ 0. 016
 

4∗∗∗ 0. 014
 

6∗∗∗ 0. 023
 

6∗∗∗

(5. 49) (6. 12) (15. 62) (13. 81)

观测值 1
 

287 1
 

177 1
 

804 1
 

694

R2 0. 903
 

5 0. 920
 

5 0. 922
 

1 0. 941
 

0

2. 异质性分析

(1)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 根据国务院 2013 年印发的《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
2020 年)》中的资源型城市名单,将样本划分为“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两组,分别进行基准模

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10 的 Panel
 

A。 对于非资源型城市,“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

试点和双试点均显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而对于资源型城市,仅“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新

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政策效应显著小于非资源型城市(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显著)。
可见,相比资源型城市,数字基建促进政策和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对非资源型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

进作用更强。 其原因可能在于,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产业结构偏重第二产业,
面临的资源约束和环境问题比非资源型城市更为严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相关政策的政策效应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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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地位异质性。 基于“中心-外围”城市体系的分析框架(马为彪
 

等,2023) [52] ,以 19 个城市

群的中心城市为“中心城市”组①,其余 245 个样本城市为“外围城市”组,分别进行基准模型检验,回归

结果见表 10 的 Panel
 

B。 对于中心城市,“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双试点均显

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而对于外围城市,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不显著,“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建设和双试点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但政策效应显著小于中心城市(组间系数差

异检验的 P 值显著)。 可见,相比外围城市,数字基建促进政策和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对中心城市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 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心城市拥有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和更强的经济集聚

力,能够吸引创新要素集聚,从而有利于相关政策的政策效应发挥。
(3)城市规模异质性。 借鉴辛大楞和彭志远(2023) [53] 的做法,将常住人口数量大于 500 万的城市

划为“大城市”组,常住人口数量小于等于 500 万的城市划为“中小城市”组,分别进行基准模型检验,回
归结果见表 10 的 Panel

 

C。 对于大城市,“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双试点均显

著促进了新质生产力水平提升;对于中小城市,“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双试

点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也都显著,但政策效应显著小于大城市(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 P 值显

著)。 可见,相比中小城市,数字基建促进政策和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对大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

作用更强。 其原因可能在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市场规模较大,并具有明显的政策优

势,可以为科技人才集聚和高技术产业集聚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好的发展前景,进而有利于相关

政策的政策效应发挥。
(4)经济增长目标异质性。 地方政府在完成经济增长目标任务时,面临既定目标和政治晋升的双重

压力,通常会力保完成或者超额完成公开承诺的经济增长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经济高质量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徐现祥
 

等,2018;王文举
 

等,2021) [54-55] 。 因此,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的差异也可能导致试点

的政策效应表现出异质性。 本文借鉴余泳泽和潘妍(2019) [56] 的做法,从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强度和加

码程度两个方面来考察经济增长目标异质性:一是根据样本城市政府工作报告对经济增长目标是否进

行了硬约束(如“达到某增长率以上”等表述),将样本划分为“硬约束”和“软约束”两组,分别进行基准

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10 的 Panel
 

D。 二是根据城市经济增长目标是否在省份经济增长目标的基础上

进行了加码②,将样本划分为“加码” 和“未加码” 两组,分别进行基准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10 的

Panel
 

E。 在各组样本中,“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和双试点都显著提升了试点城

市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但“软约束”组的政策效应均比“硬约束”组大,“未加码”组的政策效应均比“加

码”组大。 可见,相比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和加码的城市,数字基建促进政策和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对

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和未加码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 其原因可能在于:在经济增长目

标硬约束和加码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往往倾向于引导资源流向传统产业以及

短期经济效益明显的项目,这不仅会压缩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抑制研发投入和创新活动,还会对相关

政策的政策效应发挥形成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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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19 个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分别为:南京、上海、杭州(长江三角洲),郑州(中原),青岛、济南(山东半岛),武汉、南昌、
长沙(长江中游),银川(宁夏沿黄),广州、深圳(粤港澳),兰州(兰西),乌鲁木齐(天山北坡),北京、天津(京津冀),呼和

浩特(呼包鄂榆),沈阳、大连(辽中南),西安(关中平原),太原(晋中),哈尔滨、长春(哈长),福州、厦门(海峡西岸),昆明

(滇中),重庆、成都(成渝),贵阳(黔中),南宁(北部湾)。

 

加码是指城市的经济增长目标高于所在省份的经济增长目标。 城市和省份的经济增长目标值从各城市和各省在年

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获取,若增长目标为区间,取区间均值。



表 10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Panel

 

A:城市资源禀赋异质性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资源型城市 非资源型城市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02

 

9∗∗∗ 0. 006
 

9∗∗∗

(4. 79) (7. 17)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000

 

4 0. 010
 

8∗∗∗

(0. 38) (9. 89)

双试点政策
0. 002

 

0 0. 014
 

9∗∗∗

(1. 56) (10. 93)
观测值 1

 

100 1
 

925 1
 

100 1
 

925 1
 

100 1
 

925
R2 0. 815

 

8 0. 923
 

7 0. 811
 

5 0. 925
 

6 0. 804
 

8 0. 926
 

5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08

 

0 0. 000
 

0 0. 000
 

0

变　 量
Panel

 

B:城市地位异质性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中心城市 外围城市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07

 

4∗∗∗ 0. 002
 

9∗∗∗

(2. 85) (5. 31)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007

 

9∗∗∗ 0. 004
 

5
(11. 19) (1. 46)

双试点政策
0. 012

 

1∗∗∗ 0. 009
 

7∗∗∗

(3. 49) (10. 53)
观测值 330 2

 

695 330 2
 

695 330 2
 

695
R2 0. 929

 

3 0. 899
 

3 0. 928
 

2 0. 903
 

1 0. 930
 

6 0. 902
 

1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05

 

0 0. 002
 

0 0. 000
 

0

变　 量
Panel

 

C:城市规模异质性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08

 

6∗∗∗ 0. 003
 

1∗∗∗

(5. 62) (5. 17)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010

 

4∗∗∗ 0. 004
 

7∗∗∗

(6. 41) (5. 37)

双试点政策
0. 015

 

5∗∗∗ 0. 004
 

9∗∗∗

(8. 59) (3. 37)
观测值 954 2

 

071 954 2
 

071 954 2
 

071
R2 0. 936

 

6 0. 887
 

4 0. 937
 

3 0. 887
 

5 0. 939
 

6 0. 884
 

9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09

 

0 0. 006
 

0 0. 001
 

0

变　 量
Panel

 

D: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异质性

软约束 硬约束 软约束 硬约束 软约束 硬约束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05

 

9∗∗∗ 0. 004
 

5∗

(8. 14) (1. 94)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010

 

8∗∗∗ 0. 005
 

9∗∗

(11. 66) (2. 01)

双试点政策
0. 014

 

3∗∗∗ 0. 011
 

6∗∗∗

(12. 46) (2. 72)
观测值 748 2

 

277 748 2
 

277 748 2
 

277
R2 0. 941

 

5 0. 916
 

7 0. 941
 

5 0. 919
 

4 0. 941
 

6 0. 920
 

2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06

 

0 0. 004
 

0 0. 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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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0

变　 量
Panel

 

E:经济增长目标加码异质性

加码 未加码 加码 未加码 加码 未加码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0. 004

 

9∗∗∗ 0. 008
 

9∗∗∗

(6. 29) (5. 21)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0. 007

 

1∗∗∗ 0. 010
 

8∗∗∗

(3. 17) (11. 12)

双试点政策
0. 012

 

3∗∗∗ 0. 017
 

4∗∗∗

(10. 07) (6. 81)

观测值 2
 

118 907 2
 

118 907 2
 

118 907

R2 0. 924
 

0 0. 936
 

7 0. 927
 

2 0. 935
 

1 0. 926
 

4 0. 938
 

5

组间系数差异 P 值 0. 001
 

0 0. 003
 

0 0. 001
 

0

六、结论与启示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依赖于科技创新,而且受到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 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需要有系统化的政策支持,其中促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型产业发展是两大政策着力点。 “宽

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为探究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的新质生产力效

应提供了准自然实验样本,本文采用 2011—2021 年 27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实

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1)“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都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的

新质生产力水平,其中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效应大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2)
双试点对试点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且政策效应大于单试点的政策效应,表明政策叠加

的协同效应显著,其中先成为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再成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比先成为“宽带中

国”示范城市再成为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城市的政策效应更强;(3)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创新型

产业集群试点、双试点都能够通过促进经济集聚和技术创新两条路径来提升试点城市的新质生产力水

平;(4)相比资源型城市、外围城市、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目标硬约束和加码城市,两种单试点和双试点对

非资源型城市、中心城市、大城市、经济增长目标软约束和未加码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应重视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效应,支持数字基础设施和创

新型产业的协同发展。 一方面,试点体现了中央授权地方先行先试“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要持续加大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和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政策力度,扩大政策实施深度、广度。 另一方面,双
试点比单试点的政策效果更明显,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多种政策工具合理搭配的政策组合优化路径,充
分发挥各种试点的协同作用,并合理安排政策实施的先后顺序,持续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 第二,疏通

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促进政策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传导渠道,以经济高质量集聚和突破性技术创

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一方面,应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布局,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加强人才队伍

建设等消除阻碍经济集聚的各种因素,充分发挥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和知识溢出效应;另一方面,要积

极出台创新激励政策,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并加强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创新合作,以产学研融合

发展实现多方合力下的关键性技术攻关,尽快突破技术瓶颈,推动传统生产力的升级变革。 第三,充分

考虑试点的政策效应异质性,因地制宜加快数字基建和创新型产业发展步伐。 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城市

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条件、发展特征等存在显著差异,应注重差异化政策的相互激发效果,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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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匹配的政策合力。 政府要抓准时机引导政策下沉,以点带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要充分发挥中心

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性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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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Promotion
 

Policies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Policy
 

Effects
 

of
 

“Broadband
 

China”
 

Demonstration
 

City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Cluster
 

Pilots
ZHANG

 

Meng-yua,
 

MA
 

Xiao-yu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
 

Xinjiang
 

Innovation
 

Management
 

Research
 

Center;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830046,
 

Xinjiang,
 

China)

Summary: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epends
 

not
 

only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is
 

also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s
 

and
 

national
 

will
 

of
 

a
 

country
 

or
 

a
 

region.
 

How
 

to
 

achieve
 

a
 

faster
 

and
 

better
 

leap
 

in
 

productivity
 

has
 

become
 

a
 

focus
 

of
 

discussion
 

among
 

scholars.
 

However,
 

there
 

is
 

currently
 

no
 

literature
 

that
 

empirically
 

examines
 

whether
 

there
 

is
 

an
 

intrinsic
 

link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promotion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well
 

a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s
 

and
 

heterogeneity
 

issues.
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from
 

27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1
 

and
 

employs
 

a
 

multi-period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 Broadband
 

China ”
 

demonstration
 

city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cluster
 

pilot
 

policies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single
 

and
 

dual
 

pilot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Compared
 

with
 

single
 

pilot
 

cities,
 

dual
 

pilot
 

cities
 

have
 

a
 

stronger
 

driv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is
 

positiv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areas
 

that
 

first
 

became
 

innovative
 

industry
 

cluster
 

pilot
 

cities
 

and
 

then
 

“ Broadband
 

China”
 

demonstration
 

cities.
 

Promoting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re
 

important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pilot
 

policies
 

driv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driving
 

effect
 

of
 

pilot
 

policies
 

on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central
 

cities,
 

large
 

cities,
 

cities
 

with
 

lower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growth
 

targets,
 

and
 

cities
 

with
 

a
 

lower
 

degree
 

of
 

economic
 

growth
 

target
 

intensification.
Compared

 

with
 

existing
 

research,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may
 

li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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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it
 

illustrates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 Broadband
 

China ”
 

demonstration
 

city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cluster
 

pilots
 

affec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nriches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t
 

the
 

city
 

level,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possible
 

synergistic
 

effects
 

between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policies,
 

providing
 

a
 

reasonable
 

supplement
 

to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Second,
 

it
 

introduces
 

two
 

variables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explore
 

the
 

specific
 

paths
 

through
 

which
 

pilot
 

policies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inally,
 

it
 

examines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of
 

dual
 

pilot
 

polici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aspects
 

such
 

as
 

city
 

differenc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not
 

only
 

help
 

to
 

enrich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but
 

also
 

help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synergistic
 

role
 

played
 

by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policies
 

in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rinsic
 

logic
 

of
 

how
 

“ Broadband
 

China”
 

demonstration
 

city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cluster
 

pilots
 

jointly
 

empower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t
 

helps
 

the
 

government
 

to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for
 

“ Broadband
 

China”
 

demonstration
 

city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cluster
 

pilot
 

work,
 

expan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fully
 

leverage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ve
 

industry
 

policies,
 

and
 

reasonably
 

arrange
 

the
 

order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to
 

help
 

realize
 

the
 

leap
 

in
 

productivity.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ual
 

pilot
 

projects;
 

policy
 

synergy
 

effec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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